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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清晰界定“城乡”概念

雍正的吏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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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如果这两个概

念不清楚，何以谈城乡关系？如果对这两个概

念只有模糊的把握，又何以保证涉及城乡关系

的政策的指向性？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

似乎可以认为这些问题不存在；而一旦提出这

些问题，会感到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城乡

界定的混乱，将直接引起政策指向的模糊。目

前，我国一系列涉农政策与城乡界定有关；城

乡界定不科学，会给涉农政策的运行带来麻

烦。确定城乡界限，给出一个区分城市与乡村

的量化标准，对理顺城乡关系、制定有针对性

的城乡发展政策有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

环境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口密度及其经济活

动总量不同，各种排放的自然净化的社会成

本不同。低于一定密度的人群所产生的排放

可能不需要做工程化处理。

二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发展的权利平等。

一些规模较大的居民点因为被看作乡村，公

共财政可能不会去承担必要的责任，而不得

不依靠诸如“一事一议”的办法解决公共投

资问题。相反地，一些真正的乡村地区，因

为居民与政府的关系特殊，例如居民点被列

为某某示范区，就可能得到超出需要的财政

投入资金，形成公共品的过度供给。这种情

形在调查中相当多见。一些农业区不适当地

修筑较宽的铺装道路，不是根据实际常住农

业人口安排公共设施建设，过早助推我们这

样一个还不发达的国家出现明显的“逆城市

化”现象，使一些本来的农区居民点成为城

市人口的第二居住地。从宏观格局看，这种

情形产生了土地的低效率利用。

三是有利于形成促进城市体系均衡发展

的政策。一些较大的居民地实际上已经是小

城市，只是因为在政策上被看作农村，没有

被纳入城市体系去考虑政策调整，严重影响

其发展空间。这种小城市未能成为大型产业

项目的落脚地，大型产业项目均被集中于省

市级各类开发区，使小城市成为依附上级政

府财政转移的低水平的寄生型经济体，产生

一系列社会病。

四是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国家科层管理体

制，形成合理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

目 前 ， 在 我 国 地 方 政 府 序 列 中 增 设 一 个

“市”，通常要通过“县改市”实现，需要上

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这种审批权力包含

一定裁量自由，权力行使不规范。一些区域

的建制镇经济规模超过了上级政府所在住所

的经济规模，镇领导人行政级别被置于上级

政府主管局长之上，使上级政府职能部门难

于 行 使 权 力 ， 徒 增 政 府 治 理 能 力 的 羁 绊 。

（2015 年 11 月 16 日 《北京日报》 党国英）

管仲：逆袭天下的
经济学家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 十一月十三

日，北京西郊畅春园。

老皇帝康熙撒手人寰，四阿哥胤禛在

“九门紧闭”的肃杀氛围中夺得皇位，这就

是雍正皇帝。父皇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整

饬，庙堂坊间的猜测需要澄清，而这一

切，既离不开他的战略决策，更离不开官

员们的具体落实。因此，管好官员成了雍

正初政的关键步骤。

重用“才具之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贵总督鄂尔

泰上书言事，其中提到他的用人原则是

“因事择人”，而非因人派事。这一主张得

到雍正的肯定，还获得这样一句朱批：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在他看来，“可信任”是在“德”的方

面对皇帝绝对忠诚。然而，只有忠诚却无

法胜任官职，以及连忠诚和胜任都做不到

的人，就不必抱期待了。比起“可信任”，

雍正也看重“办事能力”：“凡有才具之

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

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安分

守己固然是皇帝对大臣做人底线的基本要

求，但如果安分到庸碌的地步，凡事唯皇

帝马首是瞻，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与

养闲人何异？

雍正极为看重办事实力，其来有自。

夺位之说自其继位伊始便在坊间流传，时

时威胁着他的正统地位。雍正清理政敌、

扫除异己，都与这件事的纠结有关。财政

亏空、陋规泛滥、吏治腐败、战事不利，

雍正接管的是一个糟糕局面，哪像个盛世

的样子？

正因如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面对每

一天，用勤奋来扭转乾坤。看奏折是他一

天的主要工作，一天批五六十份，每份都

要批上几十字、几百字。一天的书写量不

下万字。工作到后半夜也乐此不疲。雍正

用自己的勤政，给官员们树立了严于律己

的榜样。

皇帝爱批奏折，官员们落实朱批精神

的工作量就异常庞大，对办事效率的要求

也在提高。

汉族大臣张廷玉便是雍正欣赏的“才

具之员”。雍正传达口谕时，只有张廷玉记

得最准，且在短时间内形成文字。军情紧

急之时，雍正口传圣旨，张廷玉随即写成

文字，经雍正稍加修改，便发往前线。

正风肃纪刚猛务实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

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

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

所深知灼见。”

对于康熙后期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

雍正有着切身感受。这使他在继位后对官

员作风的整饬，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雍正不断地宣传自己治理官场作风的

三大理念：反对朋党政治、反对沽名钓

誉、主张刚猛务实。他认为，树朋党是

“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扰乱朝廷视听，

破坏君主集权，是“罔上行私”的表现，

是不忠于君主的大罪。年羹尧、隆科多虽

是雍正继位的大功臣，但他们迅速滑落，

乃至身败名裂，就是犯了结党营私的官场

大忌。

士大夫常讲的“名实兼收”，在雍正看

来，“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

官帽子和钱串子，一个都不放过。山西巡抚

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两年贡银，

一年完成”，成为雍正树立的清理财政亏空

的模范。然而，这些政绩是建立在横征暴敛

和克扣商家基础上的。真相大白后，雍正不

顾各方求情，毅然将他处决。雍正认为，为

了沽名钓誉而谎报政绩，是以葬送朝廷前程

和民意支持为代价的，危害比贪银更甚。他

要求大臣们“筹国是，济苍生”， 要求学校

要“实行”“文风”并重。

康熙后期宽仁的为政风格要不要继

承？雍正给出的答案是：“观乎其时，审乎

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拘泥于祖

宗家法，要视实际情况定。雍正强调，继

位之初“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若

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 所以，雍正朝

必须为政刚猛。

只靠皇帝不断呼吁，当然不可能拔除

当时官场腐败的病根。雍正还实施了一系

列针对官场弊病的改革措施。

实施耗羡归公和建立养廉银制度，大

幅提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办公费，刹住了乱

收费、乱摊派的自发动力。开设会考府，主

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审计和清理积欠行

动，迫使地方官赔补府库亏空，确保地方财

政稳定。创立奏折制度，用皇帝与重臣单线

联系的方式，形成中央驾驭地方和政令畅通

的链条，实现高级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制

约，最大限度地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延续百年，固化了澄清

吏治的制度性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

不敢贪、不能贪的官场风气。雍正管教官

员的招数，为改进官员作风、荡涤官场环

境、落实改革措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接手大清江山之初，府库存银不足 800

万两，交棒乾隆之时已有数千万两，经济

硬实力和政治软实力触底反弹，为乾隆完

成大一统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在雍正

朝这个特定时期，雍正的“干部管理”是

成功的。（2015 年 第 11 期 《财 经 国 家 周

刊》 唐博）

近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适

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一

词，令人耳目一新，若想对此有正

确的了解，还需对“需求管理”一

词有所探讨。

“需求管理”源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凯恩斯认为，任凭市场自

由调节是无法实现经济自动均衡和

充 分 就 业 状 态 的 ， 当 有 效 需 求 不

足，市场存在闲置资源时，政府可

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

性货币政策，增加财政开支，

如增加公共工程投资、政府购

买、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扩

张需求，促进经济的复苏。凯

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为战

后 世 界 经 济 的 复 苏 作 出 了 贡

献，但随后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

出 现 的 经 济 停 滞 通 胀 （“ 滞

胀 ”） 沉 重 地 打 击 了 这 一 理

论，出现了与需求管理相反的

重视供给管理的学派——供给

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方的重

要性，主张在市场的供求关系

中，把供给放在首位，减少政府

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

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降低税

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

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

政府收入增加，可以抑制通货膨

胀。另外，供给学派特别重视提

高劳动生产率对于解决经济问题

的重要价值。供给学派认为经济

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越大，经

济的发展就越迅速、繁荣，这种

经济制度也就越有生命力；反

之 ， 这 个 社 会 就 趋 于 衰 落 灭

亡。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

以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凯恩斯

主义需求管理是我们在经济困

难时的优先选项。比如 2008 年

为应对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

的不利影响，我们采取四万亿刺激

政策，在为中国保就业稳增长作出

贡献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稳定贡

献了力量。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

来 ， 三 期 叠 加 效 应 愈 加 显 著 ， 消

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呈现

疲弱状态，中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

之中。国际经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也表明，并不是投资推进了增长，

反而是增长拉动了投资。鉴于中国

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当下正是我

们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加以重新

思考的时候。

由于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自

然环境和资源约束已经到了可承受

的极限，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

继 。 经 济 新 常 态 下 ， 经 济 增 速 变

化、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动力转化

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世界经济

复杂多变特别是欧洲政治经济形势

在恐怖主义分子对巴黎血腥袭击后

存在的巨大变数和不确定性，对中

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尚

不得而知。而投资方面，区域经济

一体化、城镇化以及海绵城市、城

市地下管廊、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等新型投资项目已经提上议事

日程，加上对一些传统投资项目如

高速铁路的跟进，投资的基本稳定

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贡献也是可以

期待的。

而此时如果能够采取供给侧管

理，扩大内需在不远的未来

将不仅仅再是一个口号。据

统计，2014 年我国居民赴境

外消费达一万亿元，从境外

大包小包背着各种日常生活

用品回国已成为世界一大奇

观。为什么要从国外买这些

充斥于国内的高压锅、电饭

煲 甚 至 马 桶 盖 一 类 的 商 品

呢？除质量原因外，“供需

错配”是根本原因。尽管李

克强总理已经表态说不会限

制国人出境购物消费，但如

果把在境外的消费支出放在

国内，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将

不可小觑，拉动内需也会真

正落地。

要 想 把 消 费 留 在 国 内 ，

实现习近平着力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就必

须借鉴供给学派理论抓紧实

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

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强化法治建设，打

造良好政治和经济生态，充

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

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率，

生 产 出 更 多 质 优 价 廉 的 商

品；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

税，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

是大规模减税。上世纪 70 年

代，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经

济顾问、供给学派的旗手阿

瑟 · 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

弗曲线”，指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

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

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

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

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

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

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

降 ， 反 之 ， 减 税 可 以 刺 激 经 济 增

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中

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三

是调整消化产能和库存，改善供给

侧 结 构 ， 扭 转 “ 供 需 错 配 ” 的 窘

境。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投资、出

口、消费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

驾马车”，当下，我们更需要制度

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

大动力”来提升经济质量，而供给

侧改革是关键出发点。(2015年第

44期 《中国新闻周刊》 杨英杰)

“权力至上”
意识之泥潭

权力至上的意识，渗透于人性的深处。权力，让人既

惧怕而又仰慕，既躲避而又追逐，既不无谴责，又打心里

赞许和崇尚，并时刻准备为获取它而作出牺牲。

一部《史记》，乃至二十四史，上演了一个个追逐权力

的故事：父子兄弟相互残杀，为消灭异己生灵涂炭。权力

意识又根植于封建时代的农民，他们崇尚皇权，认为谁拥

有了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只知生存本身就是支配、限

制、占有，及被支配、被限制、被占有。于是，封建时代

的一场场农民革命，总是遭遇相同的命运，草草收场。即

使到了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民主、法制、公平、

正义的氛围依然有待强化，专横的权力运作仍屡屡发生，

许多孩子的抱负依然和“当大官”“衣锦还乡”或“出人头

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好权者、跑官者，源于对“公仆”

的曲解。社会既要有分工，便不可无官，官本是为公众服务

之人，即公仆。真正甘愿仆于公众者，若人人争相竞之，实

乃世之大德也。然而，人们争相获取的却是权力寻租所带来

的滚滚钱财、巨大荣耀，以及种种特权。于是，“公仆”之

要义，人的道德、尊严、价值早早被抛到了脑后。权力与财

富、荣耀，成为等值的概念，所以大有殚精竭虑不择手段获

之者，将晋擢一级半阶视作性命攸关者。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该简

单地求之于社会制度、物质生产，还应更进一步向人心或

人性深处去探究。他分析人类多种天性本能，诸如竞争、

虚荣、侵略等，由此简约为三——占有欲、权力欲、创造

欲，并说“社会科学中基本的概念是权力”，“社会动力的

法则，唯有用各种形式的权力的用语可以表达出来”。

不可否认，对权力的追求，在客观上于社会发展的确

是一种动力，恰如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步向文明所借用的

那根“恶的杠杆”。回眸那根“杠杆”，泛希腊时代的辽阔

疆域，来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攻略，古罗马军团赢得了

一个统一的地中海，但是其军团方阵所到之处又无不化作

焦土和血泪。尼罗河上那位美丽的克里奥帕特拉，先爱上

恺撒，后妻于安东尼，但她并不是嫁给一个个男人，而是

将躯体出卖给了“权力”，末了自杀。着眼近处，当下多少

官员深陷于权力的崇拜，意志凌驾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之

上，导致权力滥用，最终身陷囹圄，玩火自焚。（2015 年

11月 13日 《光明日报》 邵振国）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被孔

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甚至也可

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早先，他和鲍叔牙分侍齐僖公的两个儿子公子纠和公子

小白，齐襄公驾崩后，小白成功即位，即为齐桓公。在鲍叔

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不但原谅了管仲的一箭之仇，还用计把

他从鲁庄公的手中赚了出来，拜为丞相。

据说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

霸。管仲为齐相后，其在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使人怀疑他

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穿越回春秋时代。我们来看看他

的几个足以载入商学院教材的经典案例。

衡山国夹在齐鲁之间，国民擅长制造一种很厉害的攻城

机，堪称“春秋原子弹”，齐桓公想搞定他们又怕干不过人

家，就让管仲想办法。管仲发现衡山国制造一台攻城机要一

年半的时间，于是他不计价格，以高价进口这种机器，还煞

有介事地付了丰厚的定金。

燕国、秦国等老牌强国一看急了，齐国这是在扩充军

备，争当世界老大的节奏啊。好，你买我也买。眼看订单滚

滚而来，衡山国乐开了花，全民一窝蜂地开始制造攻城机，

连衡山王自己都私掏腰包，暗地里进行了投资，上行下效，

大家都去赚快钱，自然就没人去进行基础农业建设。慢慢

地，田园开始荒芜，可狂热的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

这时，管仲又悄悄派出了一支小分队，由外交通商大臣

隰朋领头，以3倍的市价在衡山国周边的国家收购粮食，5

个月后，随着大量的粮食被运到齐国囤积起来，粮食的市价

被炒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

眼看农时已过，齐国突然对外释放了“和平”的信号，

宁肯将丰厚的定金赔给了衡山国，也要取消全部攻城机的订

单。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马上产生，燕国、秦国也纷纷取消了

订单。衡山国一看傻了，既没有赚到钱，又错过了今年的农

时，结果发现粮食已经被炒到了天价。于是，衡山国爆发了

极为严重的饥荒，不攻而破，成了齐国的附庸。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衡山之谋”。

在管仲为政 40年的历史中，他又用极为相似的手腕，

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鲁国的丝绸。甚至他和

齐桓公联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尊重当时已经衰弱的

周王室正统，表面看来是政治阴谋，其实也是通过周王的权

威，重新制定天下的经济标准，来达到为齐国谋取丰厚经济

利益的目的。

所谓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技

术、四流企业做产品。管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谋

的政客，甚至也称不上是个善于征战的军事家（历史上他带

兵和弱小的孤竹国打仗，动不动就被敌人困在了沙漠里，靠

老马带路才脱困，这就是成语“老马识途”的由来），但他

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他的一切治国纲要无不带

着气息浓烈的商业标签，他把整个齐国当成了一个巨无霸的

托拉斯企业。

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齐国其实就是一家央企，被管仲做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500强”之首；而管仲，就是这

家央企最为出类拔萃的CEO。他带领着这家企业在周朝成功

实现了上市套现，其商业气质和当时的封建社会乍然相撞，

让整个天下的政客们都久久回不过神来。（2015年 11月 15日

《经济日报》李咏瑾）

环境污染状况恶化，治理形势相当严峻。

然而如何治理、怎么治理却面临着路径的选

择。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

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

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这样做的

好处显而易见，集中体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此举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由分散

向集中转变，避免企业治理的各自为战，可以

将有限的环保资金集中起来，让其发挥更大的

作用。

其次，此举可以让治理更加专业。专业产

生效益与效率，专业的环保企业在技术、设备

运管、问题应对处理能力方面，要比排污企业

具备明显优势。第三方治理因为更具专业能力

与素养，从项目的规划到实施过程中，都能更

加系统化和专业化，在效果上也能更加集约而

明显，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与趋势。

再次，此举可以建立明晰的责权利关系。

有了第三方的参与之后，企业可以把产生的污

染交给专业公司来治理，而政府也可以只对专

业公司进行集中化监管，有助于降低执法成

本。同时，实行第三方治理模式之后，意味着

专业公司将接受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双重监督，

在绩效上也要接受专业的审查，在治污效率、

运行成本、责任约定方面更清晰，产生的综合

效益更加可观。

此外，市场化、专业化的治理要求，也

需要通过第三方参与的模式来实现破题。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行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

新。然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一种新

鲜事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升级，面

临着几个重要并待解的难题。比如“如何治

理”的方式探索，“谁来治理”的供需矛盾。

作为有别于行政强力治理和企业自我治理的

新型治理方式，第三方治理要达到预期目的

并不容易。一是政府机构在其中扮演什么角

色，如何发挥好政策导向与服务引导作用，

并由此为第三方治理创造条件和预留空间。

二是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其成本又如何核

算，第三方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又如何进

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三是第三方公司的供

需矛盾如何解决，若没有成熟而完备的第三

方市场体系，那么第三方治理只能成为空话。

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化主导治理模式，使

得第三方市场的发育并不成熟，专业化的治污

企业还非常稀缺，供需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

同时，第三方治理的过程中，责权利如何分

摊，成本如何分解，利益如何分配，都需要明

确相应的界限，探索一条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的机制。基于此，将其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并

通过试点成功之后加以推广，不失为转变观

念、培育市场和优化机制的现实路径。

不过，相比于预期中的蓝图，第三方治理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最终“落地”，尚需面对企

业信用、环保监管等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上海作为全国第三方治理尝试较早的地方，

“十年磨一剑”之后才悄然提速，其难度之大

过程之长可见一斑，由此不难想象其他地方

面临的困难。不可否认，基于外部条件和环

境因素，第三方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究竟是等条件成熟了再

实施，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创造条件，需要治

理主体对环境的危险性、治理的严峻性有更

清晰的判断，同时取决于其是否有更成熟的

市场视野。若非如此，第三方治理的前景难

言乐观。（ 2015 年 12 月 3 日 《法制日报》 唐

伟）

环境第三方治理应在试点中提速


